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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尹连根

摘　 要:对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当在地经验的本土化之争日趋式微的时候,传统文化

的本土化之争依然存在。 这方面最新例证之一就是,有学者提出“接受主体性”这一概念以

解释庄子传播思想。 “接受主体性”作为概念因其无前提、无内涵、无印证恐有失妥当;对庄

子,我们后人应该抱有“了解之同情” ,同时有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苦心孤诣。 为避免陷入

穿凿附会,传播学本土化可资借鉴的路径有三:社会学的“文化自觉” ,哲学层面的思辨以及

历史学层面的传播活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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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本土化是个大课题,而国内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学

本土化,代表作之一就是邵培仁、姚锦云的《传播受体论: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的“接受主体性” 》 (以

下简称“邵、姚文” ) 。[1] 该文认为:
中国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内向的接受,而西方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外向的传递。 在中国传统传

播思想中,“接受主体性”在庄子、慧能与王阳明三位思想家身上实现了会通,虽然他们前后跨越

两千年,分属道释儒,但其思想却近乎一脉相承。 ……其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传播的关键在

“受”不在“传” ;而“受”的关键,在于恢复一个本真的精神世界,庄子称其为“真宰” ,慧能称其

为“本心” ,王阳明称其为“良知” (即本体) 。[1]

在庄子眼中,“交流的无奈”源于人类自身的“成心” ,即人我和物我对立的思维。 ……其最

佳状态就是“心斋”和“坐忘” ,即“忘却”一切偏执的成见(坐忘) ,还原一个“空明” 的精神世界

(心斋) ,因为“唯道集虚” 。 庄子的这种“接受主体性”传播观念,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外“传”转

向内“受” ,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意义。[1]

读罢,笔者吃惊于该文片言只语便跨越两千年、打通儒释道,并同时让三位先人摇身一变,成为

其概念“接受主体性”的始作俑者;也讶然于该文对《庄子》 “心斋” “坐忘” “真宰” 等概念的随意阐

释。 随后,笔者写下《审慎对〈庄子〉进行传播学层面的“本土化” 》一文与他们商榷[2] ,并对我国传播

学本土化既有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此处不再赘述) ,因为邵、姚文所折射的其实是传播学本土化的

困境。① 笔者着重质疑他们对庄子“心斋”等关键概念的滥释,质疑“接受主体性” 作为概念的合理

性,质疑他们对中西传播传统差异的概括。
后来,姚锦云博士发表《再论庄子传播思想与“接受主体性” ———回应尹连根教授》 (以下简称

①该文提及展宁、邵培仁曾提出的“打破(西方)传播学科重做传播学史”这一观点。 后来,承蒙展宁先生厚爱,将其博士论文寄
给我。 拜读以后,我才得悉展宁先生提及重做传播学史时,始终使用的是“途径 / 思路”一说而非“目标” ,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对于
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不感任何兴趣。 换言之,他这篇文章本就与我当时所论关联性甚微。 鉴于此,特向展宁先生表示歉意。



“姚文” )认为:
庄子的核心传播思想可以用“接受主体性”概念表示,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传播观,有着“施

受同辞”的文字学证据和渊源,经过了庄子从“祭祀之斋” 到“心斋” 的改造。 ……尹老师说的

“生造概念” “硬贴标签”是对概念化的误解,“接受主体性”是根据实际需要建构的新概念,不仅

有坚实的依据,而且具备相当的解释力。[3]

姚文实际上并未回应。 因为,回应的前提应该是就主要问题针锋相对,姚博士却或转移话题,或避重

就轻。 对笔者有关庄子与传播学理论之间直接师承关系的质疑,姚文说你对“传播”的定义太窄;对
笔者有关中西之别的质疑,姚文“化解”为语文水平问题;对笔者有关庄子关键概念的质疑,姚文“化

解”为笔者运用的是一家之言的问题;笔者质疑他们概念失当,姚文说他们是在进行概念化;笔者质

疑庄子的概念导不出“接受主体性” ,姚文说,讲清楚了什么是“接受主体性” ,“其他分歧也迎刃而

解,包括四个关键概念的诠释”都不言自明。[3]

鉴于上述,本文固然会对姚文有所回应,但将不以之为重点,而是试图由此出发,把庄子与传播

学的本土化问题上升到一定的普遍性反思层面,以促进传播学本土化的探讨走向深入。 为此,第一

部分,对姚博士坚守的“接受主体性”这一概念,拟从前提、内涵、印证三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它并不

具有学术上的正当性;第二部分,从“立”的角度来阐述笔者对《庄子》应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需
要取珠还椟、避名居实地说明庄子在哪个抽象层次“接通”了传播;第三部分由庄子推及对传播学本

土化的反思,一方面结合社会学的本土化反思传播学的本土化,一方面探讨传统文化的本土化之可

资借鉴的路径。

一、“接受主体性”无前提、无内涵、无印证

对庄子有无传播思想,与其说这是有无之辩,毋宁说这表达的是笔者对邵、姚文的质疑。 邵、姚
文说庄子有传播思想,即,交流的困境在“成心” ,交流的实现在“心斋”与“坐忘” ,交流的理想在“真

宰” 。 他们先提出“接受主体性”的概念,然后,往前臆想出一个前提,即,中西传播传统思维之别;往
后比附式地验证于庄子、慧能、王阳明三人。

笔者上篇争鸣文章主要质疑他们对“心斋” “坐忘” “真宰”三个概念的误读、误用[2] ,此处转而着

重从前提、内涵、印证三个角度来质疑“接受主体性”作为概念的正当性。
(一)前提

邵、姚文认为“接受主体性”这个概念的前提是,“中国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内向的接受,而西方传

播的传统更关注外向的传递” [1] 。
首先,这个前提的由来是余英时提出的“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 ①。 不过,余英时明确说,“在

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4] 。 而且,他始终让中西映照,在柏拉图与孔子、庄子等人之间做了繁复对比

与论证。 到了邵、姚文那里,这种尝试性解读成了其立论基础,他们跳跃性地“将这两种文化‘性格’
进一步延伸到传播思维,(认定)同样中西差异悬殊” 。[1]

推测性观点可以去验证,但一般不能当作自己立论的当然理论前提。 即便当作前提,作者也需

要论证前提与论断之间的契合性。 但是,无论邵、姚文还是姚文都没有解释以下几个问题:“中国传

播的传统更关注内向的接受,而西方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外向的传递”如何延伸了余英时的内在超越

一说,在哪个层次上延伸的,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在哪。
其次,作为“接受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前提,“中国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内向的接受,而西方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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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确实如姚博士所言,在不同论述中交替使用过“内在超越” “内向超越” 。 但他也说过:“后来发现不少人都把我的‘内
在超越’理解为 immanent

 

transcendence,……这是我不得不改‘内在’为‘内向’的理由。 ‘内向’ 只是对中国‘超越’ 的形态作一种客
观的描述” (余英时、陈致,2012,第 72-73 页) ,即余英时换了概念并未换意思。 谢谢姚博士指正。



传统更关注外向的传递” 证据何在。 而且,姚文又加了一条,“现代大众传播思维更关注外向的传

递” [3] 。
对此,姚文回应说:

尹文似乎将“更”理解为“必然”或“只” (尹连根,2017) 。 关于这种对照之下的区别,可参看

我们的新论述“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 ” (姚锦云,邵培仁,2018) 。[3]

即便是“更” ,也需要证据,比如,谁说过或者推论得出或者什么材料能够支持说明西方关注传递

甚于接受,中国关注接受甚于传递;同时,到了现代,这种中西传播传统之别又如何化为乌有,合二为

一地变得都更关注于传递。 但是,邵、姚文和姚文既无西方证据,也无现代证据,更遑论在中西之间

反复比较地进行论证了。 而且,既然提出“内向的接受”与“外向的传递” ,那么,至少也需要像余英

时区分“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那样,先辨析“接受”的“内向”与“外向”之分,以及“传递”的“内

向”与“外向”之别,继而论证何以中国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内向的接受,而非外向的接受;西方传播的

传统更关注外向的传递,而非内向的传递。
再次,笔者从命找来姚锦云、邵培仁的《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一文拜读,该文谈的是华夏传播

理论建构,非中西传播传统之别。
该文认为余也鲁、关绍箕非也,因其取“传播的传递观” ,即传播就是“传” ;相反,应采纳“传播的

接受观” ,因为“越是深入中国历史语境,就越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传播不等于‘传’ ” [5] 。 怎么

深入,深入到哪里,读者无从知晓。 至于西方,该文混行政研究与文化研究为一,认为“拉斯韦尔的

‘输入’与‘输出’ ,在霍尔那里就是‘编码 / 译码’ ” ;无视效果研究与受众研究既有成果之丰,认为西

方研究的传统是“ ‘受’的立场与视角只能附属于‘传’ ” [5] 。 此乃西方传播学术,并非西方传播传统,
更非中西对照。

所以,“接受主体性”的前提本身无前提,也无证据,更无论证。
(二)内涵

对“接受主体性”的内涵,邵、姚文如是阐述:
这需要付诸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可称之为“接受主体性” ( receiving

 

subjectivity) ;交流过程需

要付诸“接受主体性”的努力,达到“心斋”和“坐忘”的状态,从而恢复一个“真宰”的精神世界,
如“天府”和“葆光”一般;庄子称之为“真宰” ,慧能称之为“本心” ,王阳明称之为“良知” (即本

体) 。 用传播的术语讲,可以称之为“受体” ,或“接受主体” ( recipient) 。[1]

这般所云不外乎就是接受者的能动性与主动性这一常识。 同时,撇开修饰词“ receiving”不论,“ sub-
jectivity”和“ recipient”是不能被理解为同一概念的。 对此,姚文不作回应,而是再杜撰新说,认为“接

受的主体性”就是“施受同辞”和“虚己待道” (后者留待下文详论) 。
关于“施受同辞” ,我们不妨先看看其来源、适用范围及客观有效性。 该概念系杨树达接着俞樾

的“美恶同辞”之说发展而来:
古人美恶同辞,俞氏书已尽之矣。 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又同时运用,此宜有

别白矣。[6]

杨树达随后例证之,其中有: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人固不易知者,谓贤者不易见知于

人,此“知”字受事之辞也;知人固不易也之“知” ,则主事之辞。 而《史记》只皆曰“知” 。[6]

受义之反为“授” ,字从受声,则二字古本同音,与今相同。 据此知初民语言,受、授本无区

别,加手作“授” ,乃造字者恐其溷惑而为之别白耳。[6]

通俗地说,“施受同辞”现象指的是古文中同一个词或语法上兼有主动和被动两种用法(上例) ,或语

义上兼有施与和接受两个义项(下例) 。[7] 杨树达的“施受同辞”之说“确实为发展训诂学作了一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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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由此,许多古书中的使人费解的现象便可了然了” [8] ,但没有文献论及“施受同辞”体现出“主体

性” 。 姚文除了堆砌他人有关“受”的解释与运用外,并未涉及“施受同辞”概念本身,更未说明:何以

“施受同辞”说明了“ ‘接受’如何与‘主体性’共存” [3] 。 实际上,“施受同辞”作为训诂学概念,从属

于知性范围;无从体现隶属于理性范围、作为哲学概念的“主体性” 。
姚文似乎在影射主动、被动以及“授予” “接受”之并存于传播之“受” ,但这已偏离“施受同辞”本

意。 “施受同辞”旨在强调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意义之不同,在某些语境中是主动义,另一些语境

中是被动义,而非谓主动义与被动义并存于同一语境。 那么,纵然套用于传播,它也不应该在具体传

播情境中同时既有主动的授予义,又有被动的接受义。 而且,倘若同时既涵盖“授予”之“受”也涵盖

“接受”之“受” ,可谓一个“受”字便道尽传播全过程。 果如此,姚博士可能需要再造一个“传递主体

性”的概念,以满足“受”之“授”义的需要;只是这样,又反过来要与其“接受主体性”相龃龉。
姚文一方面援引劳思光释庄子的“自我之主体性与主宰性”以阐释主体性[9] ;一方面引用郭旭

东、徐红等来解释“受”在卜辞中的双重含义[10] 。 但是,前者阐述“超事象系列之主体” [9] ;后者乃祈

求好年成的占卜行为,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对此,姚文说,“与天‘沟通’的占卜就是体现‘接受主体

性’的活动” [3] ;邵、姚文说,体现于“对占卜的解释” [1] 。 如果说不同解释就叫“主体性” ,那么,没有

什么接受行为不能装到姚博士“接受主体性”的筐子里;再就所引劳思光的定义来看,可以说,占卜恰

恰折射了人对自我不具有主宰性,从而问命于天。 至于姚文认为斋戒中的精神之专注即主体性活

动,笔者以为“主体性”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一言之,从内涵角度看,“施受同辞”与生造概念“接受主体性” 无关,也与庄子的“真宰” 无涉。

姚文之谓“接受主体性”就是“施受同辞”站不住脚。
(三)印证

笔者上篇文章重点就是质疑邵、姚文,其“接受主体性” 无从印证于庄子之“心斋” “坐忘” “真

宰” ,两者的相关性并未被揭示。[2] 这里再依姚文,新增质疑若干。
首先,姚文说:“ ‘接受主体性’体现在庄子身上,就是主动‘受’道,即‘虚己待道’ ,‘心斋’便是

方法之一。” [3] 且不论不知“虚己待道”引自何处,单就“心斋”而言,它指的是心的虚静状态,“虚静的

心从物和有形的世界中摆脱出来,因此可以到达无何有之乡,与道合一” [11] ,是一种得“道”的修养方

式,一种悟“道”的内心体验[12] 。 但是,姚文却把它庸俗化地理解为“道”俨然自外飘然而入的传播接

受过程( “只要达到了‘心斋’ ‘坐忘’的空明境界,就能够接收‘道’ ” ) ,理解为他所谓的人与道的传

受关系[3] 。 殊不知,“庄子的‘道’存身于感觉和一般理性无法接触的领域之中,人在追求与‘道’合

一时,必须‘忘却’赖以认知现实世界的种种方法” [13] ;同时,这也有违庄子对认知活动的否定:“超经

验之观悟……不能经由认知活动显出,因认知活动自有限制” [9] ,更使得无待的庄子不得不化无待为

有待了。
其次,姚文模仿余英时,将庄子的“传播世界”一分为三:现实世界、理想世界、交往世界。 其一,

这有违分类的互斥原则,所谓交往世界悬置何处;其二,这充其量只能说是庄子的传播活动,何来传

播思想,与其所谓的“接受主体性”又关联何在;其三,失却了余英时世界二分应有的精神内涵,也失

却了庄子本身的自由与独立;最后,“庄子甚至还继承了巫师的某些部分”云云,[3] 如内在超越一样,
想当然地将余英时的推测作为立论依据,却无视余英时的“声明” :“我能做的不过是提出一些带有

高度测试性质的解释。” [13]
 

再次,为了质疑邵、姚文所谓庄子更重视接受而不重视传播之说,笔者上篇文章特引证下列文字

为例: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 《庄子·齐物论》 )
孰知生死存亡于一体者,吾与之为友矣。 ( 《庄子·大宗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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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庄子如果不重视“传” ,何必煞费苦心用诡辞、寓言一类阐明自己的思想,寄望于阅者之能正

解。 姚文却认为笔者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一方面说庄子无传播思想,一方面所引用文字岂不

正是庄子有传播思想的例证? 凡言思想者,必其人以之为本,而非释者寻章摘句贴标签所能为,如
“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 噫! 崇本息末而已’ ,本即无,末即有” ;[14] 《庄子》主旨则在齐

万物,一死生,归于无待、逍遥的主观境界。 有鉴于此,笔者断不会以上述引文为庄子传播思想。 否

则,《庄子》中“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等便都可标签为“传播思想”了。 果如此,真乃应了孟子说的“以文害辞,以
辞害志” [15] ;而传播思想云云,不过训诂层面的文字游戏。

最后,姚文认为,“在尹文看来,基本上只有对传播学有直接理论贡献或直接关联的思想才算传

播思想,这就过度强调了‘学科边界’的重要性” [3] 。 笔者只是强调思想与传播学理论之间的有机关

联,反对的不是研究的学科隶属问题,而是穿凿附会的方法,比如,无论邵、姚文的“心斋坐忘”乃交流

实现路径,还是姚文的“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即庄子传播思想。 前者,上篇文章已驳;具体到姚文,
“大道不称,大辩无言”本意在说明道的神秘性,不可言说以及不能昭示于人[16] ,看不出其中有什么

传播思想。 总不能凡有“言” “辩” “语” “曰”一类词汇便都可视作传播思想的例证,总不能“不管文

献的通篇本意,只顾挑拣自己想要的材料,填入先入为主的架构之中” [17] 。 否则,这既是对古文的滥

释,也是对“传播思想”这一概念的滥用。
总之,“接受主体性”既无法印证于庄子①,也站不住脚。
“接受主体性”之所以从前提、内涵、印证三个角度都站不住脚从而不具有学术正当性,成为“三

无”概念,是因为提出者走的是过度阐释之路。 这种过度阐释主要表现为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
食洋不化方面,邵、姚文在“ subjectivity”和“ recipient”之间画等号,混行政研究与文化研究为一即

为明证。 至于他们谓“ ‘受’的立场与视角只能附属于‘传’ ” [1] ,这不是不化的问题,已经变成食洋与

否的问题了。 否则,随便翻一下 Benjamin、Hall、Morley、Ang 等文献,也不敢下此断言。[18] 概念化也

是。 姚博士将其生造概念过程作比于布洛赫、吉登斯、格尔茨等西方学者所言之概念化;但是,通过

上述有关其前提、内涵、印证的分析可见,“接受主体性”与这些西方学者们所言之概念化迥异。
食古不化方面,邵、姚文把传播与心斋、坐忘、真宰等不在一个抽象层次的概念扯在一起;姚文则

抓住“施受同辞”囫囵吞枣,不顾语境地说“受”的双重含义体现了主体性,结果,导致“接受主体性”
的内涵像面团。 邵、姚文说庄子的“真宰” 是“接受主体性” ,姚文说“施受同辞” 是“接受主体性” 。
这样,“真宰”与“施受同辞”同时对应于“接受主体性” ,应该具有概念层面的同一性才对。 但这两个

概念一个属语汇范畴一个属哲学范畴,也不在一个抽象层次,其含义亦毫无瓜葛。
在中国哲学层面,这种过度阐释属于“反常的格义”现象:

诸如“老子的正义论” “孔子的正义论” “郭象的语言哲学”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 “道家的

消极自由主义”之类的说法和题目,都属于这种“反常的格义”及其表现。 这种“反常的格义”乃

是一种迷误性的“创造性诠释” 。 一方面,它把外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文本的一些问题和观念强加

于它,从而扭曲和遮蔽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这种“反常的格义”虽使中国传统哲学

家及其哲学变得摩登和时髦,但它只不过是把当代西方哲学界的某些热门话题、概念和理论投

射在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之上,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诠释。[19]

·301·尹连根:庄子与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①对姚文一些细节性回应,权在这里简复。 姚文(141-142 页)仍在为其强解“不得已” 为“传播多有不如意之时” 的训诂错误辩
护,鉴于我上一篇文章已详释,此处不再饶舌。 我是否“将一家之言当成了唯一解读标准” (姚文 149 页) ,上一篇文章参考文献可以
为证。 姚文说,“诸多学者已探讨过庄子 / 《庄子》的传播思想” (姚文 133 页) ,而我没有引证。 我要争鸣的是邵、姚文在传播学本土
化方法上的存疑,所以我是把邵、姚文放在整个传播学本土化下面进行文献综述的。



二、我们后人对庄子应该抱有“了解之同情”

“接受主体性”之反常格义体现于庄子,就是提出者带着西方概念去《庄子》里面寻章摘句,而非

由《庄子》自身生发出概念。 简言之,没有回到《庄子》自身中去。 而之所以没有这样,本质上是缺乏

对庄子应该持有的“了解之同情” 。
何谓对庄子“了解之同情” ? 笔者以为至少有三。
(一)对《庄子》有敬畏之心,具备对话其他学科有关庄子研究的能力

没有一个庄子方面的研究者不承认《庄子》思想与意义的精深,“他就像是《大宗师》中提到的大

冶,以他的心灵为大炉,熔铸着整个的世界、人生和历史” [11] 。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对《庄子》有敬畏

之心,切不能只是稍微翻阅了一下《庄子》文本,就断章取义。 否则,那既是对庄子的亵渎,也是对学

术的亵渎。 更莫论《庄子》意蕴的“循环无端,著而不著……自晋以降,至于晚近,中外学人,注解论

说庄子者甚众。 能会庄子之旨者,诚不易得” [20] 。 这既显现了诠释《庄子》的难度,更警醒我们之不

宜信口开河地过度解释。 何况,学术问题不分科,对包括《庄子》在内的先秦诸子的研究本就文史哲

不分家。 为此,果要进行“华夏传播研究” ,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积累与沉淀是不能绕过的,甚至更

准确地说,应该是前提。 傅斯年当年就说过,“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 [21] 。 然而目今,
训诂未通、义理不明辄率尔操觚者众,抑或从其他学科信手拈来概念若干便冠之以“ (华夏)传播理

论的胚胎” [22] 。
严耕望说的历史研究原则性基本方法的第一条,“要‘专精’ ,也要相当‘博通’ ”尤其值得我们牢

记在心: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 精” 与“ 通” 两字。 专不一定能

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 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

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

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 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 各

种学问都当如此。[23]

专精与博通的结合,本就是对学术持有敬畏之心的体现。 反言之,倘若我们做不到专精与博通的结

合,那么,面对《庄子》这一思想学术的富矿,宛若对待秦始皇陵墓一样,与其贸然动工,乱采滥伐,不
如留待来日,甚至遗之后人。 果如此,这本身就是对《庄子》抱有敬畏之心的反映。

(二)对庄子具有“了解之同情” ,以“矫附会之恶习”
“了解之同情” ,是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的: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受

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

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

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

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

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24]

桑兵认为,这段广为人知的话应该放到整篇文章中去审视。[25] 那就是,陈寅恪不但提出对古人学说

应有的态度,即了解之同情,同时,他也对该态度可能于实践中流于形式表示担心: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

或晦涩而难解……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

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

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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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6]

或可谓,“矫附会之恶习”与“具了解之同情”乃硬币之两面,相辅相成。
具体到庄子,李大华认为:

为了避免误解庄子,或者对庄子的各种观点妄加论断,需要历史的同情与历史的还原。 尽

管无论我们怎么还原,也不可能还原为庄子本人的,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于庄子本人。 如

果不能理解庄子,包括他的立场、观点、情绪及其生活方式,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所
以,在“述庄”时,应当像庄子所述,应当成为庄子的一个真诚的解读者。[27]

首先,庄子是要接着老子往下说,“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

术” [28] 。 所以,对庄子学说的阐发,是无法离得开他与其他诸子百家尤其老子、儒家之间复杂关系的

阐明。 而要阐明这种复杂关系,则必要对当时情境有所“复原” ,否则,“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

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

很大的障碍” [29] 。 其次,哲学是其他人文学科的基础,为此,对庄子其他学说的研究都宜放在其生命

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并实现两者的会通。 通俗而言,需要与其生命哲学思想更近一些,而不

是与简单意义上的西学概念更近。 这方面,吴予敏探索性地以传播观念为重点,将对庄子语言交流

形式的研究同庄子的哲学、人生观凝合为一体[30] 。 再次,性情的契合程度,庄子天性自由、淡泊,“入

世而不为世所累,处事而不为事所困” [20] ,超越生死,物我两忘,这势必难为有悖于此性情而耽于名

利者所能近与所能解。 诚如王叔岷所言,“性情与庄子近,则展卷一读,如获我心;性情与庄子不近,
虽诵之终生,亦扞格不入” [20] 。

(三)对《庄子》有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苦心孤诣

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说法是陈寅恪在与吴宓讨论宋儒为学时提出来的:
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 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

变夏也。 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

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
二为一。[31]

简言之,吸收西方学说之精髓以重新解读我国古人之思想,如桑兵解释的,一方面不违古人,以免“将

中国的材料削足适履地塞进外国的框架” ,有数典忘祖之嫌;一方面不为西方概念所囿,而是取其学

说以“发现中国观念史事的内在联系与特征” ,免于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庸。[25]

以此观之,不能不说无论邵、姚文还是姚文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得外来学说义理之高明,无
助于理解领悟古人的思想” [25] 。 实际上,梁启超曾分析此类比附式会通并深恶痛绝:

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 ……以孔子

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 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

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
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

滋益之也。[32]

余英时也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 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

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33]

尤其对于庄子,他不是如多数其他诸子那样着眼于现世与实用、教化的学说,他关心的是人、自
然、自由、生死这样一些非常宏观且形而上、超经验的价值观念,关心的是“个人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

意义,他并不看重人在现实中的社会价值” ,追求的是“精神的超越与生命的自由” 。[34] 而传播是基本

的人类交往活动,是现世的、经验性的实践。 就是说,《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与传播不在一个理论抽象

层次上,两者之间很难找到合适的契合点。 当然,这种层次之间的距离也许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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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提醒我们需要有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苦心孤诣,需要慎之又慎地说明庄子在哪个抽象层次“接

通”了传播。 否则,势必难逃落入比附的窠臼。

三、关于传播学的本土化

庄子传播思想之争所折射的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之困。 除了传播学而外,在社会科学门类中,
社会学同样一度为本土化困扰。 为此,在谈传播学本土化之前,本部分先综述社会学界 2018 年由谢

宇挑起的本土化之争,想必有助于我们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解。
(一)社会学的本土化

谢宇认为,从议题角度看,任何社会学研究本就要植根于具体社会情境;从应用角度看,将西方

概念、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时都要考虑契合性;从范式角度看,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不足以成为

否定遵循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规范的理由。 为此,他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

命题。[35]

翟学伟反驳说,伪命题之说是虚构的,真正的本土化立足于本土研究,建立地方性知识体系,以
对当地社会生活现象具有解释力,并融入主流社会学[36] 。 不过,这与谢宇所期待的“真正好的研究,
……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似无二致[35] 。 刘能、吴苏也认定中国社会文化实践从属于全人类,唯
此,“中国的社会学和世界的社会学才能保持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37] 。 在王宁看来,对西

方学术的依附,是因为学者自身或食洋不化或食土不化,从而缺乏知识创新力[38] 。
另一些学者则积极回到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 [39] ,

以探索社会学的本土化,如:应星由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集体上访事件的研究[40] ,延伸到对于中国

古代以“气”为特色的乡土传统研究[41] ;周飞舟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

“关系”进行行动伦理的分析[42] 。
由上述可见,社会学领域的争鸣有两点可以总结:
第一,他们所争议的不是融入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融入从而实现知识创新的问题,即融合的路

径。 这样来看,本土化作为概念在学理层面的正当性越来越弱,而且,如翟学伟所指出的“在中国大

陆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很少,做的人更少” [36] 。
第二,融入路径大体两条,一是以中国的实证性经验研究来回应社会学既有的存量知识,以推动

可能的学术增量;二是植根于中国的现实社会现象与问题,从对文化传统的回溯中以“文化自觉”的

学术反思方式融入,以“美美与共” ,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43] 。
作为最接近传播学的社会科学门类之一,社会学有关本土化的争论与实践对我们思考传播学的

本土化问题应该有所启发与帮助。
(二)传播学的本土化

如社会学一样,传播学当年也曾有过关于本土化的争论,大体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在地

经验的本土化;一类是关于传统文化的本土化。
“在地经验的本土化”争论的主要是如何以本土实证研究回应主流传播学理论。 比如,祝建华认

为,理论化与本土化位于连续性变数的两端,一端是人类传播原理,一端是特定社会传播现象,“我们

应该追求既要理论化,又要本土化” [44] 。 李金铨主张,掌握自身文化脉络与援引外在理论需要并行

不悖,从而把西方学术“内在化” ,再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争鸣中推陈出新[45] 。 也就是说,
学者们在建立在本土研究之上的知识创新目标还是有共识的。 不过,与社会学领域不同的是,传播

学领域有关“在地经验的本土化”的争论如今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学领域,“传统文化的本土化”在传播学领域仍显现出形式上的欣欣向荣

之态,典型如邵、姚文,着力将中国传统文化纳入传播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框架之下。 这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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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化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学的传统本土化的动因类似,骨子里源于一种“民族尊严和民族话语权”
的诉求[38] 。 这种“援西入中”的民族性学术自觉其实始自清末民初[46] ,其精神可嘉,如邵培仁当年

振臂高呼“中国传播学者不必自悲” [47] ,后来又矢志与姚博士一起,要“实现中国传统传播思想的创

造性转化” ,以建构“由本土学者提出、能够与西方传播理论积极对话,并能解释全球传播的华夏传播

理论” [48] ,还是颇为振聋发聩;但是,其路径堪忧。
(三)传播学本土化之可资借鉴的路径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学本土化,一些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 比如,李金铨早就说过:
有人提倡整理古籍,只是实践至今多半落得“牵强附会”四个字。 阅读古籍的能力一代不如

一代,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 ……有两个症结更棘手:其一,如果只看文本,强作解人,用现代

的名词附会古代的语脉,以致脱离整个时代背景和生活语境,终归是非历史的,片面的。 其二,
如果把 communication 看作广义的“沟通” ,定义可能大而无当,用中国古籍勉强附会未必获得同

情而深刻的了解;但如果把它解作狭义的“媒介” ( media) ,则近代中国报业于十九、二十世纪之

交始自西方引进,中国古籍对于探索媒介和中国现代性的启示有多大?[45]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表达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学本土化既有成果的失望。 否则,至少就广义的传

播活动而言,这方面尚可有所作为,比如,现有一些史学者的研究。[49-50]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化,笔者之谨慎乐观正是基于包括史学等其他学科对传播学的可能启

示,这些启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社会学的“文化自觉”
对于文化自觉,费孝通有这样一段话: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
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方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

西化”或“全盘他化” 。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

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3]

这是一种为现实变化在文化层面寻根的思路。 典型如应星、周飞舟等人,都是取这种由现实研究出

发,继而倒逼至传统的路径。 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学思想传统是“一种与我们当下生活紧密相连的

活的传统” [51] 。
这种现实驱动的传统本土化值得我们传播学借鉴,就是如何在现实传播实践与古代思想传统之

间建立起有机的内在联系,对当代媒体、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一种寻根式的探求,继而有

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新闻传播实践。
2. 中国哲学层面的思辨

就笔者有限目力所及,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思辨层面堪称典范。 结合王弼的解读“不禁其性”
“不塞其源” [52] ,牟宗三认为道家的“生”是不生之生,不需要人为地操纵、把持,而是需要让开一步,
任由万物自己生长。 为此,他认为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有可能在思想层面导向自由主义、在制度层

面导向民主政治的学说[53] ,这种中西延伸自然而然。 他认为道家的智慧是“无”的智慧,是一种曲线

式的,而且,这种“无”应该作为动词的否定来看,分为四个层次的否定,即,首先是“无”生命,其次是

“无”生理欲望,再次是“无”心理情绪,最后是“无”观念系统,有思辨的层次感,不违原旨,新人耳目。
他认为《庄子》随诡辞为用,化体用为一,其义理系统表现为境界之态:

道、无、一、自然,俱从客观方面天地万物之背后翻上来、收进来而自主观境界上讲。 逍遥乘

化,自由自在,即是无,即是自然,即是一。 以自足无待为逍遥,化有待为无待,破“他然”为自然,
此即是道之境界,无之境界,一之境界。 “自然”是系属于主观之境界,不是落在客观之事物上。
若是落在客观之事物(对象)上,正好皆是有待之他然,而无一是自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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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为了比较中西哲学,成为华人界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第一人,游走于中西哲学之间,儒道释

之间。 我们虽不能至,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至少应该认识到,传统的文史哲本就难解难分。 为此,
对古文献,前提是我们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累与功力,此后才可能开掘出新东西。
否则,势必正好应了牟宗三的批评:“不了解便说不了解算了,但现在的人确要用种种不相干的新名

词、新观念来搅和,弄得乱七八糟。” [29]

牟宗三认为,哲学层面的思辨大抵走的是一条“训诂———义理———思想”循序递进的路子:“对于

文句有恰当的了解,才能形成一个恰当的观念。 如是才能进到思想问题。”他还说:“若要讲古人的思

想,便不能随意发挥,这便要先了解文句,了解文句并不是训诂文句。” [29]

3. 中国史学层面的传播活动诠释

如果将传播以传播思想与传播活动来划分的话,那么,哲学的思辨主要适用于前者,而史学的诠

释则也许更适用于后者。
史学之涉入新闻传播学并不鲜见。 李金铨先后主编的《文人论政》 《报人报国》就是代表[54-55] ,

它们均打破学科界限,汲取史学营养,探究新闻与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廓清其间的文化肌理。
不过,这两本书关注的都是现代中国新闻业。 就中国古代传播活动研究来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

播论》堪称代表[56] ,后续研究则不胜枚举,甚至传统的传播学本土化方面,这可能是唯一的沃土。 不

过,尽管该领域上乘论文和著作固然不为少,也无法在此一一罗列,但带着传播学概念去故纸堆里贴

标签的比附式研究仍偶有所见。 这样来看,来自历史学背景学者的有关古代传播现象的论文,最新

如卜宪群、邓小南[49-50] ,其运用一手史料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材料出观点而不是反其道行之的路径,
便值得我们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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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ir
 

efforts
 

to
 

indigenize
 

communication
 

studies,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adopting
 

dif-
ferent

 

approaches. One
 

is
 

to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of
 

indigenous
 

empirical
 

evid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
nese

 

society,and
 

the
 

other
 

is
 

to
 

insist
 

on
 

excavating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le
 

debates
 

on
 

the
 

former
 

approach
 

have
 

been
 

more
 

or
 

less
 

settled,the
 

latter
 

is
 

currently
 

a
 

heatedly-debated
 

topic. One
 

of
 

the
 

newest
 

examples
 

is
 

the
 

coinage
 

of
 

the
 

term
 

of“ receiving
 

subjectivity” by
 

a
 

handful
 

of
 

scholars
 

to
 

interpret
 

the
 

so-calle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of
 

Chuang
 

Tzu.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receiving
 

subjectivity” is
 

a
 

fabricated
 

concept
 

bearing
 

no
 

premise, substance, or
 

verification
 

in
 

Chuang
 

Tzu
 

and
 

his
 

associates. We
 

should
 

interpret
 

Chuang
 

Tzu
 

with
 

great
 

caution
 

and
 

sensibility. We
 

need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Chuang
 

Tzu’ s
 

thoughts
 

in
 

the
 

context
 

of
 

his
 

time
 

and
 

culture,rather
 

than
 

transplanting
 

any
 

ready-made
 

Western
 

con-
cepts

 

and
 

contrasting
 

them
 

against
 

Chuang
 

Tzu. To
 

avoid
 

over-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le
 

advanci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communication
 

scholars
 

should
 

borrow
 

the
 

wis-
dom

 

our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have
 

offered,i. 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ociological
 

scholars,the
 

ar-
gumentative

 

logics
 

of
 

philosophical
 

scholars,and
 

the
 

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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